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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排放治理的绿色财政政策研究：
基于异质性电力生产系统的 E-DSGE模型 *

李天宇　杨　旗　齐亚东　王宝玲

内容提要：高质量发展要求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电力行业是我

国最大的碳排放部门，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异质性电力生产系统和

环境要素在内的 DSGE 模型，对比分析了碳税政策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的传导机制与治

理效应，并结合现实背景考察了“保增长”和“控碳排”双重偶然紧约束下非线性联合政策

规则的调控机制，利用福利分析方法进一步揭示了政策规则盯住系数的设定规律。研究

发现，第一，盯住碳排放的碳税政策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都能实现碳排放的治理；第二，碳

税政策通过激发电力生产商提高自主减排的努力程度实现碳减排，但代价是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经济增长，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具有治理碳排放和拉动总需求的双重红利，但减排

效果不如碳税政策；第三，偶然紧约束下的非线性联合政策规则能够有效应对现实经济在

“保增长”和“控碳排”之间的权衡取舍，实现经济的合理调控，但福利分析发现政策规则盯

住系数设定时要充分考虑两种政策间的相互影响，合理搭配使用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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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

是如何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2022 年《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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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且由于经济发展离不开煤炭能源供应，碳排放量仍在持续增长，中国

目前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能源减排是我国治理碳排放的主战场，图 1 为 1990—2021 年中国能源

碳排放量占碳排放总量的比例及电力行业碳排放量占碳排放总量的比例。可以看出，尽管能源碳

排放量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其均值仍高达 88.18%。而能源燃烧的主要用途是发电，电力行业

是我国最大的碳排放部门，电力行业碳排放量大且占比总体不断提高，2021 年已高达 44.44%。在

此背景下，电力行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仍面临巨大挑战，电力行业减排刻不容缓。

图 1　1990—2021年中国能源碳排放量占比与电力行业碳排放量占比

注：能源碳排放量仅反映了与燃烧相关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不包括任何被封存的碳、其他碳排放

源或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碳排放总量是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以二氧化碳当量计算的

甲烷排放量和碳排放量之和。

资料来源：能源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总量原始数据来源于 2022 年《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http：//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

电力行业碳排放量原始数据来源于 Emissions Database for Global Atmospheric Research （EDGAR） 数据库（https：//edgar. jrc. ec.
europa.eu/report_2022）。

碳排放相关政策的制定是实现减排目标的关键。目前的减排政策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非市

场化政策，如行政命令监管，其特征是监管方式较为僵化，难以发挥竞争性市场的作用；另一类是

市场化政策，如基于价格激励的减排策略，其特征是落实起来更为灵活精准，有利于市场竞争机制

的建立。其中，基于价格激励的减排策略具体可以分为总量控制（如碳排放交易等）和价格控制

（如碳税、能源税等）两种形式，与总量控制相比，价格控制更容易实施，且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碳排

放（Lin 和 Jia，2018）。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聚焦碳税政策展开研究。

碳排放量在很大程度上与财政支出政策密切相关（杨翱，2022）。图 2 比较了 1990—2021 年中

国电力行业碳排放量增长率与国家财政支出增长率。可以看出，二者总体呈相反的变化态势。这

是因为碳排放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肖伯文、范英，2022），而政府在经济衰退期间往往会通过财政

刺激政策来支持经济复苏，国家财政支出增长率变化是逆周期的。除碳税政策外，作为财政支出

一部分的环境公共支出政策对碳排放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在现有研究中通常被忽略。因此，本

文将考虑环境公共支出政策的碳排放治理效果。

“保增长”和“控碳排”是我国在实现高质量发展道路上需要平衡的一大难题。一方面，近年来我国

经济增速从高位出现回落，经济进入转型期。202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以

进促稳、先立后破”，这表明稳定经济增速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已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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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碳达峰、碳中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在此现实背景下，亟须探讨碳排放政策如何在“保增长”和“控碳排”双重目标中实现平衡。

本文参考 Chan（2020a）、Schreiner 和 Madlener（2022）的研究构建环境动态随机一般均衡（E-
DSGE）模型。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模型构建上，本

文将异质性电力生产系统和环境要素纳入 DSGE 模型中，将电力生产系统分为清洁电力和传统电力

两部分，并在传统电力生产商中加入了企业减排的自主治理和政府环境公共支出的行政治理两大

核心机制；第二，在线性政策规则的设定上，构建了盯住碳排放的碳税政策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通

过数值模拟分析比较了二者作用机理的差异，为理解碳税政策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治理碳排放的

内在逻辑与传导路径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第三，在非线性政策规则的设定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

况，探索了考虑“保增长”和“控碳排”的联合政策规则，分析了非线性联合政策规则的调控效应。

二、  文献综述

从财政政策的碳排放治理方向来看，有两大类文献：一类聚焦财政收入下的碳税政策；另一类聚焦

财政支出下的环境公共支出政策。Fang等（2024）根据投入产出表，通过模拟研究发现碳税政策虽然

能够有效减少碳排放，但会抑制经济增长。而 Guo和 Qin（2023）利用 CGE模型对我国的碳税政策实施

结果进行了估算，发现碳税政策不仅能够实现减排的目标，而且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居民的

福利水平。可见，在静态视角下，碳税政策是否具有“双赢”效应并未形成共识。从动态视角出发，大量

研究利用 DSGE模型对碳税政策进行动态分析。杨翱等（2014）构建了 RBC模型，在相同减排目标下，

通过比较稳态分析了没有碳排放政策、盯住碳排放强度、盯住碳排放上限和盯住碳税四种场景的碳排

放政策优劣，但模型对碳排放部门的刻画比较粗糙，只是将污染中间品引入生产函数，也并未分析碳税

规则。Dissou和 Karnizova（2016）通过构建 DSGE模型，在生产函数中引入电力要素，并将生产部门加

入异质性，分为能源密集型产品和非能源密集型产品，发现在上述四种碳政策中碳税政策产生的福利

最大。Xiao等（2018）在中间品生产时引入了能源投入和碳排放，探讨了不同环境政策的宏观经济波动

效应，发现当政府征收碳税时，会因推高生产成本而抑制企业的生产活动，其负面效应会造成国内生产

总值的巨大损失。但上述研究都是基于外生冲击的形式引入碳税，并未形成逆周期盯住碳排放的碳税

规则。本文研究了制定碳税规则时盯住碳排放量的情景，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保增长”和“控碳排”双

图 2　1990—2021年中国电力行业碳排放量增长率与国家财政支出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财政支出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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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偶然紧约束下的非线性政策调控，模拟了碳税规则的动态传导机制和有效性问题。

也有大量研究聚焦财政公共支出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Halkos 和 Paizanos（2013）对 1980—
2000 年 77 个国家进行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尚无定论。Adewuyi（2016）运用

1990—2015 年国家层面面板数据，发现政府支出每增加 1% 会导致碳排放量减少 1.15%。Halkos和
Paizanos（2016）使用 1973—2013 年的美国数据研究表明，提高政府支出水平可以减少消费和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量。然而，并非所有研究都认为政府支出与碳排放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Yu 和 Chen（2010）通过对中国 29 个省份 1996—2006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政府支出与能源

强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Zhang 等（2017）、Li 等（2022）的研究也表明政府支出与碳排放量正相

关。上述实证研究没有明确政府支出如何影响碳排放量的作用机制。Krajewski 和 Mackiewicz
（2019）通过构建 E-DSGE 模型，考虑政府支出影响碳排放量的机制，发现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缓

解污染问题，这是因为较高的政府支出会挤出私人投资，从而导致投资从资本密集型技术转向劳

动密集型技术，后者对大气的污染较小。Chan（2020b）利用 DSGE 模型，对比分析了货币政策、公共

支出政策和碳税政策的减排效果，发现三种政策都能有效治理碳排放，但作用机制差异巨大。虽

然现有文献对政府支出影响碳排放量的机制进行了初步阐释，但其政策设定仍局限在线性形式

上，不能对政策的非线性特点进行刻画。本文不仅考虑了盯住碳排放量增长率的财政支出政策规

则，而且将政策规则设为分段形式，比较了线性规则和非线性规则的传导机制与政策效果。

三、  理论模型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家庭部门、最终品厂商、电力供应商、电力生产系统和政府部门的 DSGE 模

型。最终品厂商利用电力供应商提供的总电力和家庭部门提供的资本进行最终品的生产，并向电力

供应商和家庭部门分别支付电力回报和资本回报。电力供应商对收购的私营电力进行整合以生产

总电力供给最终品厂商，电力生产系统由清洁电力生产商和传统电力生产商构成，二者生产的电力

是同质的。政府部门向电力供应商提供电网基础设施，并通过制定碳税政策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治

理碳排放。

（一）家庭部门

参照 Chan 和 Punzi（2023）的设定，将碳排放量 Qt 引入家庭部门效用函数中。代表性家庭最大

化终身效用函数为：

max
Ct、K F

t+1、K EP1
t+1 、K EP2

t+1 、Bt+1
E 0∑

t=0

∞
βt( )lnCt - ψ

Q 1+μ
t1 + μ

其中，变量 Ct 表示消费，变量 K F
t+1、K EP1

t+1 、K EP2
t+1 分别表示最终品厂商资本、清洁电力生产商资本和

传统电力生产商资本，变量 Bt+1 表示 t期期末持有的债券，参数 β 表示家庭部门主观贴现因子，参数

μ > 0 表示碳排放量的弹性，参数 ψ > 0 表示环境质量偏好系数。

家庭部门的跨期预算约束为：

Ct + I F
t + I EP1

t + I EP2
t + Bt+1 - Bt =

RF
t K F

t + REP1
t K EP1

t + REP2
t K EP2

t + Rt-1 Bt + Π F
t + Π EG

t + Π EP1
t + Π EP2

t - Tt

其中，变量 I F
t 、I EP1

t 、I EP2
t 分别表示最终品厂商投资、清洁电力生产商投资和传统电力生产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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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变量 RF
t 、REP1

t 、REP2
t 分别表示上述三类投资对应的实际收益率，变量 Rt-1 表示实际债券利率，变量

Π F
t 、Π EG

t 、Π EP1
t 、Π EP2

t 分别表示最终品厂商利润、电力供应商利润、清洁电力生产商利润和传统电力

生产商利润，变量 Tt 表示一次性总量税。三类资本的演化方程分别为：I F
t = K F

t+1 - (1 - δF )K F
t ，I EP1

t =
K EP1

t+1 - (1 - δEP1 )K EP1
t ，I EP2

t = K EP2
t+1 - (1 - δEP2 )K EP2

t 。

（二）最终品厂商

假设经济中最终品厂商的生产函数为 C-D 形式，具体形式表示为：Yt = AF
t ( K F

t )α ( Et )1-α。其中，

参数 α 表示最终品资本产出弹性；变量 Et 表示总电力供应；变量 AF
t 表示最终品厂商全要素生产率，

其对数服从 AR（1）过程。

（三）电力供应商

电力供应商是国有企业，同样采用 C-D 生产函数形式：Et = AEG
t ( EPt )ζ ( K EG

t )1-ζ。其中，参数 ζ 表

示私营电力的产出弹性；变量 EPt 表示私营电力，包含清洁电力生产 EP 1
t 和传统电力生产 EP 2

t ，

EPt = EP 1
t + EP 2

t ；变量 K EG
t 表示政府拥有的电网基础设施；变量 AEG

t 表示电力供应商全要素生产率，

其对数服从 AR（1）过程。

（四）电力生产系统

1. 清洁电力生产商  
清洁电力生产商生产清洁电力 EP 1

t ，生产函数表示为：EP 1
t = AEP1

t ( K EP1
t )θ1

。其中，参数 θ1 表示清

洁电力的资本产出弹性；变量 AEP1
t 表示清洁电力生产商全要素生产率，其对数服从 AR（1）过程。

在给定资本收益率的条件下，最大化其利润：

max
K EP1

t

Π EP1
t = PEP1

t EP 1
t - REP1

t K EP1
t - Ω 1 - Θ

2 ( )EP 1
t - - -----

EP 1
- -----
EP 1

2

其中，变量 PEP1
t 表示清洁电力的出厂价格，参数 Ω 1 表示清洁电力生产的固定成本。

此外，清洁能源受天气、温度等的影响，电力生产相比传统能源电力不稳定，因此设定惩罚函

数为
Θ
2 ( )EP 1

t -  - -----
EP 1

- -----
EP 1

2
。其中，

- -----
EP 1 表示清洁电力的稳态，Θ 为惩罚参数。

2. 传统电力生产商  
传统电力生产商生产传统电力 EP 2

t ，生产函数表示为：EP 2
t = AEP2

t ( K EP2
t )θ2 ( M t )1-θ2

。其中，变量 M t

为传统能源，供给函数为 M t = ( PM
t )γ ϕ，参数 γ 表示传统能源供给价格弹性；变量 AEP2

t 表示传统电力

生产商全要素生产率，其对数服从 AR（1）过程。

传统电力生产过程中会排放二氧化碳，其影响因素包括传统能源使用量、政府碳排放治理力

度与自主减排努力程度。碳排放量的决定方程为：Qt = ( AQ
t )ΔQ (1 - Dt ) ( M t )Δ1 (Gt )Δ2

。其中，( M t )Δ1
是

传统能源使用的排放效应，(Gt )Δ2
是政府环境公共支出的减排效应，参数 Δ1 > 0、Δ2 < 0；变量

Dt ∈ (0，1) 表示传统电力生产商在时间 t所做的自主减排努力程度；变量 AQ
t 表示传统电力生产商的

减排技术，其对数服从 AR（1）过程。

传统电力生产商采取减排措施会产生减排成本：CQt = ς1 Dt
ς2 ( M t )ο1 (Gt )ο2

。其中，参数 ς1 表示减

排成本的规模，参数 ς2 表示减排成本对自主减排努力的敏感度。ς2 > 1 意味着减排成本随着减排

努力程度的提高边际递增。此时，征收碳税可以通过增加传统电力生产商的成本、鼓励传统电力

生产商付出更多自主减排努力来加速减排。在给定资本收益率和传统能源价格的条件下，传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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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生产商最大化当期利润：

max
K EP2

t ，Mt，Dt

Π EP2
t = PEP2

t EP 2
t - REP2

t K EP2
t - PM

t M t - τtQt - CQt - Ω 2

其中，参数 Ω 2 表示传统电力生产的固定成本，变量 PEP2
t 表示传统电力的出厂价格，变量 τt 表示

单位碳排放的碳税。

（五）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的预算约束为：

I EG
t + Rt-1 Bt + Gt + GGt = REG

t K EG
t + Bt+1 - Bt + Tt + τtQt

其中，电网基础设施供给方程简化为 I EG
t = REG

t K EG
t ；资本积累方程为 K EG

t+1 = (1 - δEG )K EG
t + I EG

t ；变

量 Gt 表示政府环境公共支出；变量 GGt 表示不包含环境公共支出的一般性政府支出，其对数服从

AR（1）过程。

关于政府制定碳税政策规则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则，以往文献将二者都设置为恒定或外生

AR（1）过程（肖伯文、范英，2022），本文在此基础上设定了三种不同盯住类型的碳税政策规则和一

种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则。

基准碳税政策规则设定如下：

ln τt

τ̄
= ρτ ln τt-1

τ̄
+ ετ

t （1）
其中，ρτ为持续性参数，τ̄是 τt的稳态，ετ

t ∼ N (0，σ 2
τ )是白噪声。在基准碳税政策规则的基础上，分

别设定盯住产出、盯住碳排放以及同时盯住产出和碳排放三类扩展型碳税政策规则，具体如下：

ln τt

τ̄
= ρτ ln τt-1

τ̄
+ φY ln Yt

-Y
+ ετ

t （2）

ln τt

τ̄
= ρτ ln τt-1

τ̄
+ φQτ ln Qt

-Q
+ ετ

t （3）

ln τt

τ̄
= ρτ ln τt-1

τ̄
+ φY ln Yt

-Y
+ φQτ ln Qt

-Q
+ ετ

t （4）

其中，上横线“
-•”标识的是相应变量的稳态值，参数 φY 表示税收对产出的盯住系数，参数 φQτ 表

示税收对碳排放的盯住系数。

基准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则设定如下：

ln Gt
-G

= ρG ln Gt-1
-G

+ εG
t （5）

其中，ρG 为持续性参数，
-G 是 Gt 的稳态，εG

t ∼ N (0，σ 2
G )是白噪声。本文在基准环境公共支出政

策规则的基础上，设定盯住碳排放的扩展型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则如下：

ln Gt
-G

= ρG ln Gt-1
-G

+ φQG ln Qt
-Q

+ εG
t （6）

其中，参数 φQG 表示环境公共支出盯住碳排放权重的政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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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市场出清

市场出清设定如下：

Yt = Ct + I F
t + I EP1

t + I EP2
t + I EG

t + Gt + GGt + PM
t M t + CQt + Ω 1 + Ω 2 + Θ

2 ( )EP 1
t -  - -----

EP 1
- -----
EP 1

2

四、  参数设定

本文有关参数估计采取两种方法：对于可以根据国内外已有研究设定的参数，采用校准方法；

对于缺乏可信经验支撑的参数，利用我国经济数据通过贝叶斯估计法得到。所有参数均在季度频

率上进行校准和估计。

（一）结构参数校准

参考庄子罐等（2016）的设定，家庭部门主观贴现因子 β校准为 0.9883。对于最终品资本季度折

旧率 δF，陈昆亭和龚六堂（2006）、Christiano 等（2010）将其设定为 0.025。Argentiero 等（2022）将可回

收的清洁资本年度折旧率和不可回收的传统资本年度折旧率均设定为 0.1，因此本文将清洁能源资

本季度折旧率 δEP1
和传统能源资本季度折旧率 δEP2

均校准为 0.025。依据 Schreiner和 Madlener（2022）
的设定，将电网基础设施资本季度折旧率 δEG 取值为 0.0167；将减排成本函数中参数 ζ1 设定为 0.185，
幂项 ζ2 取值为 2.8（Chan，2020a）；将减排技术参数 ΔQ 设定为-1（Chan 和 Punzi，2023）；将最终品的资

本产出弹性 α 校准为 0.33（Xiao等，2018）。通过稳态求解计算得到政府减排支出稳态值与产出稳态

值之比
-G -Y为 0.005，与本文参考朱军（2015）的研究并查阅 2012—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

年鉴》《中国财政年鉴》采取比值平均法估计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这表明本文对结构参数的校准值

符合我国经济现实情况。传统能源供给函数中的调整参数 ϕ由稳态计算决定，结果为 0.0391。
（二）贝叶斯估计

对于剩余参数，本文均采用贝叶斯方法进行估计。根据贝叶斯估计法则，选取消费、总产出、传

统电力生产量和总电力作为观测变量，收集和整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名义 GDP（亿元）、火

力发电量（亿千瓦时）和总发电量（亿千瓦时）作为观测数据。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2000年第一季

度至 2022年第四季度，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和 Wind数据库。由于上述数据是季

度频率数据，往往会呈现季节性特点，因此为了剔除季节性因素，本文利用 Census-X12 方法进行季

节调整，并将其转化为与模型中观测变量相对应的样本数据。贝叶斯估计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参数的贝叶斯估计

参数
Δ1

Δ2

Θ
ζ
θ1

θ2

γ
ο1

ο2

先验分布类型
Norm
Norm
Norm
Norm
Norm
Norm
Norm
Norm
Norm

先验分布
［0.5，0.1］
［-0.5，0.1］
［10，1.5］
［0.8，0.05］
［0.35，0.1］
［0.3，0.02］
［2，0.2］

［0.5，0.02］
［-2，0.05］

后验均值
0.4968

-0.4560
10.6856
0.8278
0.2212
0.3126
1.6718
0.5001

-2.0170

90% 后验区间
［0.3500，0.6454］

［-0.5929，-0.3322］
［8.6039，12.7087］
［0.7968，0.8661］
［0.1573，0.2857］
［0.2789，0.3412］
［1.2643，1.9691］
［0.4712，0.5304］

［-2.0931，-1.9460］
注：先验分布一列中括号内的值分别为分布的先验均值和标准差，Norm 表示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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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数值模拟分析

前文构建了引入异质性电力生产系统和环境要素的 DSGE 模型，经参数估计和模型求解后，得

到离散时间动力系统，为传导机制研究奠定了基础。接下来的数值模拟分析将从线性政策情形和

非线性政策情形两个角度入手，考察在不同外生冲击下碳税政策规则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则的

传导路径与治理效果，并对比分析两类碳排放政策的机制差异。①

（一）线性政策情形下碳排放政策规则的传导机制

1. 碳税冲击的传导机制分析

在碳税冲击下，本文比较分析了基准碳税政策规则与三种不同盯住类型的扩展型碳税政策规

则的传导路径以及电力行业碳排放污染中的治理效果。图 3 给出了在 1 单位标准差的碳税冲击下

产出、消费、投资等实体经济变量的动态响应。

图 3　碳税冲击下基准碳税政策规则与扩展型碳税政策规则比较

注：φQY = 0 和 φQτ = 0 表示服从 AR（1）过程的基准碳税政策规则；φQY = 0.6 和 φQτ = 0 表示盯住产出的扩展型碳税政策规则；

φQY = 0和 φQτ = 2表示盯住碳排放的扩展型碳税政策规则；φQY = 0.6和 φQτ = 2表示同时盯住产出和碳排放的扩展型碳税政策规则。

从图 3 可以看出，第一，从厂商的角度来看，碳税税率上调能够有效减少碳排放量，但同时

抑制了总产出，给经济活动带来额外成本。具体而言，最终品厂商产出的下降导致电力供应

商生产规模缩小，进而导致私营电力需求下降。私营电力从传统电力生产商和清洁电力生产

商构成的电力生产系统获得。对于传统电力生产商来说，碳税税率上调通过更高的碳减排成

本促使其提高自主减排努力程度以抑制碳排放，并减少传统能源投入和传统电力资本租赁，

①　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厂商全要素生产率冲击下碳税政策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的作用机制与治理效应。限于篇幅，正文

中未展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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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导致传统电力产出下降。对于清洁电力生产商来说，由于正向碳税冲击对传统电力生产

造成负向影响，这相当于清洁电力生产商占据更大的生产份额，因此清洁电力生产商投入更

多的清洁电力资本以扩大生产。碳税冲击对电力生产部门生产活动的影响导致传统能源价

格和传统电力资本收益率大幅下降，而清洁电力资本收益率则小幅上升。从家庭部门的角度

来看，代表性家庭收入下降导致消费减少，会根据各类资本收益率变化调整自身的投资配置。

规模上，由于产出下降，家庭部门总投资规模缩小；结构上，资本收益率大幅下降的传统电力

投资占比相对下降，而资本收益率小幅上升的清洁电力投资占比则相对上升。综上所述，正

向碳税冲击具有减少碳排放量但抑制经济增长的双重效应：一方面，更高的碳税税率调动了

传统电力生产商做出自主减排努力的积极性，具有很好的碳排放治理效果；另一方面，更高的

碳税税率相当于成本推动冲击，在中短期会给经济活动带来额外成本，进而抑制经济体的总

产出。换言之，碳税政策规则具有较好的碳排放治理效果，但代价是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

济增长。

第二，不同形式的碳税政策冲击对实际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不同。首先，对比基准碳税政策

规则和盯住碳排放的扩展型碳税政策规则可以看出，碳排放水平的降低将对碳税过程造成下行压

力，进而导致碳税税率的初始上升幅度较小，较低的碳税税率进一步阻碍了传统电力生产商的减

排力度。因此，随着碳排放盯住系数 φQτ 的变大，碳排放水平下降得更少。其次，对比基准碳税政

策规则和盯住产出的扩展型碳税政策规则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变动幅度相差很小，这表明盯住

产出的扩展型碳税政策规则并不会对碳税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产生很大影响。通过对比盯住碳

排放的扩展型碳税政策规则与同时盯住产出和碳排放的扩展型碳税政策规则也可以得到一致发

现。总之，通过对比不同形式的碳税政策冲击可以发现，在碳税政策规则的制定中盯住碳排放是

有效的，而盯住产出是无效的。

2. 环境公共支出冲击的传导机制分析

在环境公共支出冲击下，对比分析基准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则与不同强度盯住碳排放的扩展

型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则传导机制和治理效果的差异性特征。图 4 给出了不同盯住强度下 1 单位

标准差环境公共支出冲击的脉冲响应。

从图 4 可以看出，第一，从厂商的角度来看，政府环境公共支出增加使得总需求增加，拉动

总产出增加，使得最终品厂商对总电力的需求量上升。需求带动供给，电力供应商对作为生产

要素的私营电力需求增加。私营电力由传统电力和清洁电力两部分构成。根据减排成本的表

达式可知，政府环境公共支出的增加会导致传统电力生产商的减排成本下降，故传统电力生产

商将租赁更多的传统电力资本并购买更多的传统能源以扩大生产，在私营电力生产中占据更

高的生产份额。相比之下，清洁电力生产商产出被挤出，清洁电力生产规模小幅缩减，对清洁

电力资本的需求量有所减少。环境公共支出冲击对电力生产部门生产活动的影响导致传统能

源价格和传统电力资本收益率大幅上升，而清洁电力资本收益率则小幅下降。从家庭部门的

角度来看，债券利率上升，家庭部门被鼓励持有更多的无风险债券，因此消费和投资被挤出。

值得注意的是，从总量上看，家庭部门的总投资规模缩小；但是从结构上看，传统电力投资增

加，而清洁电力投资则有所下降。此外，对环境公共支出冲击下不同盯住强度的环境公共支出

政策规则进行比较可知，随着 φQG 的增大，碳排放对环境公共支出冲击的反应减弱，因此政府更

容易实现碳排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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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环境公共支出冲击下不同盯住强度的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则比较

第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则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具有双重政策效果。一方面，政府环境公共

支出的增加对环境污染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能够抑制碳排放，这是政策的直接效应。另一方面，

由于财政支出乘数效应的存在，政府环境公共支出的增加能够刺激社会总需求，提高总产出，推动

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势必造成碳排放量增加，这会对碳排放的治理产生负向作用，影响环境公

共支出政策的治理效果，这是政策的间接效应。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在政府支出总量不变的情

况下，环境公共支出的增加导致其他政府支出减少，所以环境公共支出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

时，由于其他政府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变得相对较小，总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

有限。总结来看，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治理碳排放，但由于乘数效应的存在，该政

策对碳排放的治理作用有限。

（二）非线性政策情形下碳排放政策规则的调控机制

上述数值模拟分析考察了碳税政策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的传导路径与治理效果，重点比较

分析了两类政策规则作用机制的差异，并进一步深入探讨了两类政策的适用特征。然而，不同

类型的碳排放政策适用于不同的现实情况，碳排放政策的选取应该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及时做

出调整。本部分在线性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保增长”和“控碳排”双重偶然紧约束下的

非线性政策情形下碳排放政策规则的调控机制，并对比分析了非线性政策与线性政策的不同

之处。

1. 非线性政策规则的设定

为了进一步挖掘“保增长”和“控碳排”目标的潜在影响，本文以分段线性函数的形式引入“产

出增长率下限”及“碳排放量上限”两种偶然紧约束。①鉴于常规对数线性求解技术无法处理非线

①　鉴于后文福利分析的结果表明盯住碳排放的碳税政策规则优于其他盯住型碳税政策规则及 AR（1），盯住碳排放的环境

公共支出政策规则优于 AR（1），因此仅给出上述两种规则的具体偶然紧约束形式，其余规则不再考虑偶然紧约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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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DSGE 模型，本文利用 Guerrieri 和 Iacoviello（2015）提出的扩展完美预见路径算法（Extended 
Perfect Foresight Path Algorithm）进行求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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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
Y 和 Q* 分别表示产出增长率下限和碳排放量上限。②

在“保增长”和“控碳排”双重目标的约束下，政策区制的设定分为以下四种情形。情形 1：
当产出增长率和碳排放量均未触及目标临界值时，偶然紧约束为“双松”，此时政府同时实施盯

住碳排放的碳税政策规则和盯住碳排放的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则。情形 2：当产出增长率触及

目标下限但碳排放量未触及目标上限时，偶然紧约束为“一松一紧”，这意味着“保增长”是当前

经济的首要目标。根据两类政策规则的适用特征可知，政府应优先考虑具有减碳排和拉动总需

求双重效应的环境公共支出政策，故此时碳税政策规则服从 AR（1）过程，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

规则仍盯住碳排放。情形 3：当产出增长率未触及目标下限但碳排放量触及目标上限时，偶然

紧约束为“一松一紧”，这意味着“控碳排”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政府应优先考虑治理效

果更好的碳税政策，故此时碳税政策规则盯住碳排放，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则服从 AR（1）过

程。情形 4：当产出增长率下限和碳排放量上限同时触及目标临界值时，偶然紧约束为“双紧”，

这意味着当前经济面临“产出下滑、污染加剧”的两难困境，此时政府不采取任何盯住型碳排放

政策规则，以避免对经济造成负面干预，故此时碳税政策规则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则均服从

AR（1）过程。

2. 非线性政策规则的调控机制

在全要素生产率冲击下，考察“保增长”和“控碳排”双重偶然紧约束下的非线性碳排放政策规

①　完美预见路径算法（Perfect Foresight Path Algorithm）和全局算法（Global Algorithm）都是较为常见的非线性求解方法，但

就实际操作的便利性而言，Guerrieri和 Iacoviello（2015）提出的扩展完美预见路径算法应用相对更广泛。

②　产出增长率下限通过 1980—2022 年我国 GDP 增长率与《政府工作报告》中 GDP 增长目标计算得到。碳排放量偏离稳态

上限参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NCSC）提出的二氧化碳排放目标，收集整理 2013—2022 年我国实际二氧

化碳排放量，利用线性插值法和 HP 滤波处理得到。限于篇幅，正文中未展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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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调控机制，并对比分析非线性政策与线性政策的不同之处。图 5 描绘了在第 1 期给定 1 单位正

向全要素生产率冲击下，非线性碳排放政策规则与线性政策规则的脉冲响应。其中，产出增长率

下限预警 dY 是表示产出水平是否触及目标下限的虚拟变量，触及产出增长率下限取值为 1，否则

取值为 0；碳排放量上限预警 dQ 是表示碳排放水平是否触及目标上限的虚拟变量，触及碳排放量

上限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从图 5 可以看出，第一，碳排放水平在第 1 期触及目标上限，并持续到第 19 期结束。具体而

言，第 1 期给定 1 单位正向全要素生产率冲击，产出随即增加，进而引起碳排放在第 1 期骤增并

触及碳排放量上限。根据非线性政策区制设定可知，此时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则由盯住碳排放

变成 AR（1）过程，而碳税政策规则仍盯住碳排放，这意味着政府采取碳税政策治理碳排放，具体

表现为上调碳税税率以抑制碳排放。相较于线性情形，碳税税率的上调意味着传统电力生产商

面临更高的减排成本，传统电力生产规模扩大幅度相对较小，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电力生产将

低于冲击前的初始水平，这是因为第 1 期的正向全要素生产率冲击通过产业上下游的供需关系

给传统电力生产带来的正向刺激作用要远大于碳税税率上调带来的负向抑制作用。因此，非线

性情形下传统电力生产商对传统能源和传统电力资本需求的增加幅度略小，进而导致传统能源

价格和传统电力资本收益率的上升幅度同样略小于线性情形，这进一步抑制了非线性情形下传

统电力的生产。

图 5　全要素生产率冲击下非线性碳排放政策规则与线性政策规则比较

第二，产出增长率从第 2 期开始触及目标下限，并持续至第 17 期结束。具体而言，由于全要素

生产率冲击只发生在第 1 期，产出在第 2 期开始逐渐减少至初始水平，因此产出增长率从第 2 期开

始触及目标下限。与此同时，碳排放量仍未调控至正常范围内，故此时的联合政策规则变成碳税

政策规则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则均服从 AR（1）过程的形式。碳排放量和产出增长率同时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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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临界值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第 17 期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出逐渐趋近于稳态水平，在第 18
期产出增长率已经恢复至正常范围内，但此时对碳排放的治理仍未达标，故联合政策规则在第 18
期变成碳税政策规则盯住碳排放、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则服从 AR（1）过程的形式。而在随后的第

20 期，碳排放经过治理恢复正常水平，这意味着在碳排放联合政策规则调控以及市场调节作用下，

碳排放量和产出增长率均已恢复至正常水平，此时联合政策规则再次变成碳税政策规则和环境公

共支出政策规则均盯住碳排放的形式。此外，图 5 中碳税、环境公共支出、碳排放以及减排成本等

关键实际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在第 17 期和第 19 期存在明显折点，这再一次印证了碳排放联合政

策规则的制定能够有效应对现实经济在“保增长”与“控碳排”之间的权衡取舍，实现对外生冲击下

经济波动的灵活调控。

六、  福利分析

在福利分析中，近年来基于代表性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微观福利度量在文献中被广泛使用。本

文参考李向阳（2018）的研究将条件福利水平设定为：W = Et∑
j=0

∞
βj [ lnC *

t+j - ψ (Q *
t+j )1+μ (1 + μ ) ]。其

中，C *
t+j、Q *

t+j 分别表示位于鞍点路径上的最优消费和最优碳排放量。对于无条件福利水平，在计算

时选择其无条件期望作为度量，定义无条件福利水平为：E ( )W =E∑
j=0

∞
βj [ lnC *

t+j - ψ (Q *
t+j )1+μ (1 + μ ) ]。

应用条件福利水平进行政策比较，有利于考察短期内政策的过渡性或转换效应；而无条件福

利水平依赖于长期的状态空间分布，短期的转换效应会消失，所以适用于考察政策的长期

效果。

（一）线性情形下单一政策规则的福利变动

本部分基于上述福利损失评价标准，探讨线性情形下随着盯住碳排放强度的增大，碳税政策

规则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则对应的福利水平变动情况，并进一步分析其背后蕴含的经济逻辑。

图 6 展示了不同盯住强度下两类碳排放政策规则的福利变动情况。

图 6　不同盯住强度下两类碳排放政策规则的福利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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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6a 可以看出，随着碳排放盯住强度的增大，无条件福利和条件福利均呈现倒“U”型的变

化趋势。具体而言，当盯住强度较弱时，福利水平伴随盯住强度的增大而提高；而当盯住强度较

强时，福利水平伴随盯住强度的增大而下降。这是由消费和碳排放之间的权衡关系对福利损失

函数取值的影响造成的。碳排放盯住强度增大会导致消费水平下降，在碳税政策规则对碳排放

盯住强度较弱的情况下，实体经济处于碳排放规模和消费水平“双高”的状态，“控碳排”成为当

前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此时，单位消费的减少对福利的负向影响明显小于单位碳排放量的减

少对福利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相较于消费而言，家庭部门更关注环境治理对居住幸福感的提升

作用。因此，随着盯住强度的增大，盯住碳排放的碳税政策规则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逐渐加

大，同时社会福利水平也逐渐提高。而伴随盯住强度的持续增大，在碳税政策规则对碳排放盯住

强度处于较高程度的情况下，碳税政策的实施在抑制碳排放的同时，还会产生抑制产出的效应，

实体经济处于碳排放规模和消费水平“双低”的状态。此时，单位消费的减少对福利的负向影响

将大于单位碳排放量的减少对福利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相较于环境治理而言，家庭部门更关注

增加消费对自身幸福感的影响。因此，当盯住强度较强时，随着盯住强度的继续增大，碳税政策

规则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将持续加大，但社会福利水平则逐渐下降。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短期

还是长期来看，随着碳排放盯住强度的增大，碳税政策规则的福利水平均呈现倒“U”型的变化

趋势。

从图 6b 可以看出，随着碳排放盯住强度的增大，无条件福利和条件福利均呈现单调递增的变

化趋势，这与碳税政策规则形成的倒“U”型曲线有着明显区别。具体来说，在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

则对碳排放缺口的盯住强度较弱的情况下，福利水平的变动趋势与碳税政策规则盯住碳排放强度

较弱情形下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与碳税政策规则背后蕴含的经济逻辑相同，此时单位消费的减

少对福利的负向影响明显小于单位碳排放量的减少对福利的正向影响，家庭部门更关注环境治理

对居住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但在盯住强度较大的情况下，不同于碳税政策规则，环境公共支出政

策规则对应的福利水平不降反升。这是由环境公共支出政策和碳税政策传导机制的差别导致的。

在单位消费的减少对福利的负向影响大于单位碳排放量的减少对福利的正向影响的情况下，环境

公共支出政策还会直接拉动总需求，通过财政支出乘数效应刺激消费，从而提高福利水平，这也就

解释了随着盯住强度的持续增大，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则对应的福利水平不降反升的原因。综上

所述，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随着碳排放盯住强度的增大，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则的福利水

平均呈现单调递增的变化趋势。

（二）非线性情形下联合政策规则的福利变动

在上述线性情形下，盯住碳排放不同强度的政策福利变动规律再一次揭示了两种政策规则的

作用机制和特点，本部分则从现实经济背景出发，研究非线性情形下联合政策规则福利水平的变

动情况，并进一步深入探究两种政策的相互作用对政策设定的影响。图 7 展示了不同盯住强度下

双重偶然紧约束的非线性联合政策规则的福利变动情况。

从图 7 可以看出，第一，在给定环境公共支出政策盯住系数 φQG 的情况下，碳税政策盯住系数

φQτ 越大，福利水平越高。这意味着政府部门在不改变既有环境公共支出政策的前提下，完全可以

通过改变碳税政策对碳排放的盯住强度来达到调整福利水平的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环境

公共支出政策盯住系数 φQG 取值对应的福利水平的边际变动大小也不同，φQG 取值越小，福利水平

对碳税政策盯住系数 φQτ 的变动越敏感，政府通过增大碳税政策盯住强度来提升福利水平具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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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裕的操作空间。第二，在给定碳税政策盯住系数 φQτ 的情况下，环境公共支出政策盯住系数

φQG 的变动对福利水平的影响并不是单调的。图 7 中各折线之间存在交会点，交会点对应的 φQτ 取

值在［0.05，0.06］区间内。以交会点为分界点，当碳税政策盯住系数 φQτ 处于低位时，环境公共支出

政策盯住系数 φQG 与福利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而当碳税政策盯住系数 φQτ 处于高位时，环境公共支

出政策盯住系数 φQG 与福利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政府对环境公共支出政策盯住强度的设定

密切依赖于碳税政策盯住强度的大小。当碳税政策对碳排放的盯住强度较弱时，应采取强盯住碳

排放的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则以使得福利水平最高；而当碳税政策对碳排放的盯住强度较强时，

则应采取弱盯住碳排放的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则。综上所述，通过对联合政策规则福利变动的分

析可知，碳税政策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的制定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政府在设定某一政策对碳排

放的盯住强度时应充分考虑另一种政策盯住强度的影响，以期达到两种碳排放政策相互配合并在

有限的范围内共同实现福利水平最大化的政策目标。

七、  结论与启示

高质量发展要求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电力行业是我国最大的碳排放部

门，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然而，学界对电力行业碳排放政策尚未给予充分的关注。在探讨碳税

政策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设定合理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两类碳排放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治理效

应，对推动电力行业低碳转型、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

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异质性电力生产系统和环境要素在内的 DSGE 模型，从财政收

入和财政支出双重视角出发，制定不同盯住类型的碳税政策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在外生冲击下

考察了碳税政策和环境公共支出政策两类碳排放政策的传导路径与治理效果，重点比较分析了两

类碳排放政策的机制差异。更进一步地，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本文在基准线性政策规

则基础上考察了“保增长”和“控碳排”双重偶然紧约束下非线性碳排放政策的调控效应，并探讨了

应对电力行业碳排放污染的最佳政策。研究发现，（1）相较于将碳税严格固定或外生，盯住碳排放

的碳税政策更能充分发挥价格政策的优势；对环境公共支出政策的设定，盯住碳排放的环境公共

支出政策优于外生时的政策。（2）机制分析表明，碳税政策通过提高电力生产商自主减排努力程度

图 7　给定不同盯住强度下联合政策规则的福利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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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碳排放治理，但其代价是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环境公共支出政策具有治理碳排放

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双重效果，但乘数效应导致的产出增加会抑制碳排放的治理效果。（3）考虑双重

偶然紧约束的非线性联合政策规则能够有效应对现实经济在“保增长”和“控碳排”之间的权衡取

舍，实现对外生冲击下经济波动的灵活调控。（4）福利分析发现，相较于单一使用碳税政策规则或

环境公共支出政策规则，非线性联合政策规则能够有效提高福利水平，引入政策区制的非线性联

合政策规则是应对电力行业碳排放污染的最优政策选择。但需要注意的是，在非线性政策规则设

定时要充分考虑两种政策的相互影响，以期达到两种碳排放政策相互配合、共同实现福利最大化

的政策目标。

基于以上主要结论，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1）在我国已实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背景下，

应考虑开征专款专用的碳税作为重要的碳排放政策选项，这将有助于火电技术转型升级和新能源

创新发展。碳税税率的设定应参考电力行业的碳减排成本，从而将碳税与电力企业减排成本挂

钩，充分调动电力企业自主减排的积极性。此外，不应严格固定碳税，而应与碳排放目标结合起来

实施碳税改革，这样既可充分发挥其灵活性、保持宏观税负稳定并减少增税阻力，又有助于实现电

力行业碳减排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红利”。（2）政府应将电力行业节能、提效和减碳三个目标

密切结合，逐步将节能政策导向过渡到以减碳政策为统领的导向上，助力电力行业转型发展。本

文的研究结果强调了碳排放政策相互协调的重要性，相较于实施单一碳税政策或环境公共支出政

策，使用考虑政策区制的联合政策规则可以兼顾“保增长”和“控碳排”的双重目标，并提高社会福

利水平，建议政府部门优先考虑这一联合政策规则。（3）要加快构建新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的新型电

力系统，推动清洁电力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但当前各项技术还不足以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

有效支撑，有必要超前布局，加大产业培育投入和系统性产业政策扶持力度，同时还要从实际出

发，避免“一刀切”限电限产或运动式“减碳”。只有处理好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短期与中长期

的关系，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电力行业低碳转型发展和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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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Green Fiscal Policy of Carbon Emissions Governance in 

China: Based on the E-DSGE Model of the Heterogeneous 

Electricity Production System
LI Tianyu, YANG Qi, QI Yadong & WANG Baoling (Jilin University, 130012)

Summary： By constructing a DSGE model containing heterogeneous power production system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nd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the carbon tax policy and the environmental public expenditure policy， and examines the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non-linear joint policy rules under the dual occasional tight constraints of maintaining growth 

and controlling carbon emissions. The welfare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further reveal the setting law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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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gged coefficient of policy rule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carbon tax policy and the 

environmental public expenditure policy that focus on carbon emissions are effective in carbon emissions 

governance. Second， the carbon tax policy reduces carbon emissions by stimulating power producers to 

voluntarily cut carbon emissions， but at the cost of economic growth to a certain extent， while the 

environmental public expenditure policy can control carbon emissions and stimulate aggregate demand at the 

same time， but has less emissions reduction effect than the carbon tax policy. Third， the non-linear joint 

policy rules with occasional tight constraints can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trade-off between maintaining 

growth and controlling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real economy and achieve reasonable economic regulation. 

However， welfare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policy rules should fully consider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two 

policies when setting the targeting coefficient， and their reasonable use can lead to better results.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three contributions. First， in terms of mode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heterogeneous power production system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to the DSGE model， 

divides the power production system into two parts： clean power and conventional power， and adds two 

core mechanisms of independent governance of enterprises’ voluntary emissions reduction efforts and the 

governance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expenditure to traditional power producers. Secondly， in the setting of 

linear policy rules， the carbon tax policy and the environmental public expenditure policy are formulated to 

target carbon emissions. Through numerical simulation analysi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between the two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which provided a new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l logic and transmission path of these two policies to control carbon emissions. 

Thirdly， in the setting of non-linear policy rule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a joint policy 

rule considering maintaining growth and controlling carbon emissions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non-linear joint policy rules investiga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pilot implementa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a special carbon tax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key carbon emissions policy， 

which will facilit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rmal power technology an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Second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closely align the three goal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carbon reduction in the power industry， and gradually shift from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policy to the carbon reduction policy，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wer industry.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coordinating 

carbon emissions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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